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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輪胎噪音與環境影響 

Tire Noi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摘要（Abstract） 

輪胎噪音作為城市道路交通噪音的主要組成來源，其環境影響已不再僅限於聲學

層面的不適感，而是逐步被確認為一項具顯著公共健康、社會經濟與永續發展意

涵的環境風險因子。當車速超過約三十至四十公里每小時後，輪胎與路面交互作

用所產生的滾動噪音即成為主導聲源，使輪胎噪音控制成為降低整體交通噪音暴

露的關鍵環節。本章從系統性視角出發，全面探討輪胎噪音對人類健康、生活品

質、城市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多層次影響，並整合國際間成熟的評估方法與政策治

理框架，建構一套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環境噪音治理論述。 

本章首先彙整大量流行病學與環境醫學研究成果，說明

長期暴露於道路交通噪音與多項健康不良結局之間的因

果關聯，包括心血管疾病、睡眠障礙、兒童認知功能損

害與噪音煩擾等。世界衛生組織的疾病負擔評估顯示，

交通噪音在歐洲每年造成至少百萬健康生命年的損失，

其中輪胎噪音因其暴露範圍廣泛而佔據核心地位。章節

進一步解析噪音透過生理應激反應、睡眠干擾與心理社會途徑影響健康的病理生

理機制，凸顯輪胎噪音問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性。 

在方法論層面，本章系統性介紹現代噪音污染評估體系，涵蓋噪音地圖繪製、暴

露評估與健康與社會影響評估等關鍵模組。透過噪音地圖與人口分布資料的整合，

可量化不同噪音暴露區間的人口規模，並結合暴露—反應關係函數，進一步估算

可歸因的健康損害與經濟成本。章節同時回顧歐盟環境噪音指令、WHO 環境噪

音指南及 UNECE 輪胎噪音法規等國際政策框架，說明輪胎噪音如何被納入從

產品設計、環境管理到城市治理的多層次法規體系。整體而言，本章旨在將輪胎

噪音議題由工程技術問題，提升為結合健康風險管理與永續城市發展的跨領域環

境治理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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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噪音作為城市交通噪音的主導來源,其影響早已超越單純的聲學問題範疇,深

刻地波及公共健康、環境品質、社會經濟以及城市永續發展等多個層面。隨著全

球城市化進程加速與機動車保有量持續攀升,交通噪音污染已成為現代社會面臨

的重大環境挑戰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11年

發表的疾病負擔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環境噪音在歐洲地區每年造成至少 100 萬

健康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的損失,其中道路交通噪音貢

獻了絕大部分負擔[1]。更為值得關注的是,輪胎與路面交互作用產生的噪音在車

速超過約 30-40 公里/小時後即成為主要聲源,這意味著在絕大多數城市道路與高

速公路場景中,輪胎噪音控制成為降低交通噪音暴露的關鍵環節[2]。 

從環境影響的系統性視角審視,輪胎噪音問題涉及聲

源特性(輪胎設計、路面材料)、傳播路徑(城市形態、

建築布局)以及受體敏感性(人群暴露模式、健康脆弱

性)等多個維度的交互作用。現代噪音環境影響評估

不再局限於單純的噪音值測量,而是整合了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劑量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健康影響量化(Health Impact Quantification)以及經濟價值評估

(Economic Valuation)等多學科方法論體系 [3]。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歐盟環境噪音指令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 2002/49/EC)、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等權威機構均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噪音評估與管理框架,

為各國噪音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4]。 

本章將系統性地探討輪胎噪音的環境影響議題,從公共健康效應的醫學證據出發,

深入分析噪音污染評估的方法學體系,考察噪音控制策略的技術與政策選項,梳理

國際主要法規與政策框架,量化經濟與社會成本,並展望未來發展趨勢,特別是電

動車時代與自動駕駛技術對城市噪音景觀(Soundscape)的深遠影響。透過對這些

議題的綜合論述,本章旨在為輪胎噪音問題的多維度理解與綜合治理提供理論支

撐與經驗指引,促進交通系統、城市環境與人類健康之間更為和諧的平衡。 

10.1 交通噪音與公共健康 (Traffic Noise and Public Health) 

交通噪音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構成了當代環境醫學與預防醫學領域最為重要的研

究主題之一。自 20世紀中葉起,隨著流行病學方法的成熟與大規模隊列研究的開

展,交通噪音暴露與多種健康不良結局之間的因果關聯逐步獲得堅實的科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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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公室在 2018年發布的《歐洲環境噪音指南》(WHO 

Environmental Noise Guidelin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中,基於系統性文獻回顧與

證據質量評估,針對道路交通噪音、鐵路噪音、航空噪音等不同聲源提出了明確的

健康防護建議值[5]。該指南強調,長期暴露於超過建議值的交通噪音環境中,與心

血管疾病、代謝功能紊亂、睡眠障礙、認知功能損害以及生活質量下降等多種健

康問題存在顯著的關聯性[6]。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是交通

噪音健康效應研究中證據最為充分、臨床意義最為

重大的領域。大量流行病學研究一致顯示,長期暴露

於道路交通噪音與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心 肌 梗 塞 (Myocardial Infarction) 、 高 血 壓

(Hypertension)以及中風(Stroke)的發病風險增加存

在統計學顯著的關聯[7]。德國學者 Wolfgang Babisch 教授在其長達數十年的系

統性研究中,透過薈萃分析(Meta-Analysis)建立了道路交通噪音與冠心病之間的

劑量反應關係曲線,發現每增加 10 dB(A)的日夜平均聲級(Lden),冠心病發病風險

約增加 8-10%[8]。這一關係在校正了空氣污染、社會經濟地位、生活方式等多種

混淆因素後仍然保持穩健,提示噪音暴露本身具有獨立的心血管致病作用[9]。近

期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揭示,夜間噪音暴露(Lnight)對心血管健康的不良影響

尤為顯著,這與噪音干擾睡眠、激活自主神經系統、誘發氧化應激(Oxidative Stress)

與內皮功能障礙(Endothelial Dysfunction)的病理生理機制密切相關[10]。 

睡眠干擾(Sleep Disturbance)是交通噪音最為普遍且直接的健康影響途徑之一。夜

間環境噪音可導致睡眠結構改變,包括入睡潛伏期延長、覺醒次數增加、慢波睡眠

(Slow-Wave Sleep)與快速眼動睡眠(REM Sleep)比例減少等多維度的睡眠質量惡

化[11]。即使個體在主觀上未能察覺噪音干擾,其生理反應如心率變異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改變、皮質醇(Cortisol)分泌增加等應激標誌物仍會呈現異常,這種

現象被稱為「非有意識的生理覺醒」(Subclinical Physiological Arousal)[12]。長期

睡眠剝奪與睡眠質量下降不僅直接影響日間功能表現,更與前述心血管疾病風險、

代謝綜合徵(Metabolic Syndrome)、免疫功能低下以及精神健康問題形成複雜的因

果網絡[13]。WHO在 2009年發布的《歐洲夜間噪音指南》(Night Noise Guidelines 

for Europe)中建議,為保護公眾健康,夜間室外噪音水平(Lnight,outside)應低於 40 

dB(A),而低於 30 dB(A)則被認為是無明顯生物學效應的安全閾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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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作為噪音暴露的脆弱人群,其健康影響引起了特別關注。英國學者

Stephen Stansfeld領導的 RANCH研究(Road traffic and Aircraft Noise exposure and 

children’s Cognition and Health)是這一領域的里程碑式工作,該研究對來自英國、

荷蘭與西班牙的 2844名兒童進行了跨國比較,發現長期暴露於高水平航空噪音與

道路交通噪音的兒童,在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與記憶任務(Memory 

Tasks)中的表現顯著低於對照組,且這種認知功能損害與噪音暴露水平呈現劑量

依賴關係[15]。後續的縱向研究進一步證實,噪音暴露對兒童認知發展的不良影響

具有持續性,可能透過干擾語言習得關鍵期的信息處理能力、誘發慢性應激反應

以及影響睡眠依賴的記憶鞏固過程等多重機制實現[16]。近期在西班牙巴塞隆納

開展的隊列研究顯示,學校周邊道路交通噪音每增加 5 dB(A),兒童的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發展速度減緩約 11.4%,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受損風險

顯著上升[17]。 

噪音煩擾(Noise Annoyance)雖然常被視為主觀心理反

應,但其作為健康結局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煩擾不

僅反映了噪音暴露對個體生活質量的直接影響,更可能

在噪音致病路徑中扮演關鍵的中介變數角色[18]。大規

模的社區調查顯示,當日夜平均聲級(Lden)超過 55 dB(A)時,約有 20-30%的暴露人

群報告高度煩擾;而當聲級達到 70 dB(A)以上時,這一比例可能超過 60%[19]。值

得注意的是,噪音煩擾的產生受到多種非聲學因素的調節,包括噪音來源的可預測

性與可控性、個體人格特質(如噪音敏感性 Noise Sensitivity)、對噪音源的態度評

估以及社區整體聲環境的複雜性等[20]。一些研究表明,噪音煩擾本身即與高血壓、

焦慮障礙與抑鬱症狀存在關聯,提示心理社會路徑在噪音健康效應中的重要貢獻

[21]。 

從疾病負擔定量評估的角度,WHO在 2011年的報告中估算,歐洲地區每年因道路

交通噪音暴露而損失的健康生命年(DALYs)至少達到 100 萬年,其中缺血性心臟

病(Ischaemic Heart Disease)佔據最大比重,睡眠障礙與認知功能損害亦貢獻了可

觀的負擔[1]。瑞典的研究將這一方法論應用於本國情境,發現道路交通噪音與鐵

路噪音共同造成的年度健康負擔約為 5000 DALYs,相當於每 10萬人口損失約 50

個健康生命年[22]。這些定量化評估不僅揭示了噪音問題的公共衛生重要性,更為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與政策優先序排定提供了關鍵的決策支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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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最近的研究進一步發展了針對環境噪音健康狀態的殘疾權重 (Disability 

Weights)測量方法,使得不同健康結局在疾病負擔評估中的整合更為精確[23]。 

從病理生理機制的視角理解交通噪音的健康效應,有助於識別干預的關鍵節點。

當前主流的理論框架強調,噪音透過兩條主要路徑影

響健康:直接路徑(Direct Pathway)涉及噪音誘發的急

性生理應激反應 ,包括下丘腦 -垂體 -腎上腺軸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Axis)與交

感神經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的激活,導致

應激激素釋放、血壓升高、血管收縮等急性反應;間接

路徑(Indirect Pathway)則以睡眠干擾為中介,透過長期

的睡眠質量惡化引發代謝紊亂、免疫功能低下與心血管調節失衡[24]。近年來,分

子流行病學研究揭示,慢性噪音暴露與氧化應激標誌物水平升高、促炎細胞因子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表達增強、內皮細胞功能障礙以及表觀遺傳修飾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改變等多層次的生物學變化相關聯,這些發現為噪音致

病的分子基礎提供了重要洞見[25]。 

綜合上述證據,交通噪音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涵蓋了從分子水平的生理擾動到人群

層面的疾病負擔等多個尺度,其嚴重程度與暴露廣泛性使之成為全球範圍內亟需

應對的環境健康挑戰。輪胎噪音作為城市交通噪音的核心組成部分,其控制與管

理不僅具有聲學工程意義,更承載著保護公眾健康、促進社會福祉的重大使命。未

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闡明不同噪音特徵(如頻譜組成、時間模式、與其他環境暴

露的聯合效應)與特定健康結局之間的精細關聯,為更具針對性與成本效益的干預

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10.2 噪音污染評估 (Noise Pollution Assessment)  

噪音污染評估構成了環境噪音管理與健康風險控

制的基礎環節,其核心目標在於系統性地量化噪音

暴露水平、識別受影響人群、評估健康與社會經濟

影響,並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現代噪音污染評估已

發展為一個整合了聲學測量、地理信息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暴露科學(Exposure Science)、流行病學與

風險評估等多學科方法的綜合性技術體系[26]。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歐盟環境

噪音指令(EU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 2002/49/EC)以及各國環境保護機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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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了相對成熟的評估框架與技術規範,推動噪音評估從定性描述走向定量化、

精細化與預測性評估[27]。 

噪音污染評估的一般性框架包含三個核心模組:噪

音地圖繪製(Noise Mapping)用於空間化表徵噪音

分布特徵;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用於量

化人群層面的噪音暴露劑量與模式 ;影響評估

(Impact Assessment)用於關聯暴露與健康、社會經濟結局[28]。這三個模組在邏輯

上呈現遞進關係,但在實踐中往往需要迭代優化與相互校驗。評估過程需要綜合

考慮噪音源特性(聲功率、時間模式、頻譜組成)、傳播環境(地形、建築、氣象)、

受體分布(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敏感設施)以及評估目標(合規性檢查、健康風險

評估、政策制定支持)等多維度的信息輸入[29]。 

10.2.1 噪音地圖 (Noise Mapping)  

噪音地圖作為噪音污染空間化表徵的核心工具,是將聲學

測量、數值模擬與地理信息技術有機結合的產物,為環境

噪音的可視化展示、受影響區域識別、暴露人口估算以及

減噪措施規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決策支持[30]。歐盟環境噪音指令(Directive 

2002/49/EC)自 2002年頒布以來,強制要求成員國對人口超過 10萬的城市聚集區、

主要道路(年平均日交通量超過 300 萬輛次)、主要鐵路線(年通行量超過 3 萬次)

以及主要機場周邊區域定期繪製噪音地圖,並向公眾公開,此舉極大地推動了噪音

地圖技術在歐洲乃至全球範圍的標準化應用[31]。 

噪音地圖的繪製方法學可分為基於實測的內插法 (Measurement-Based 

Interpolation)與基於模型的預測法(Model-Based Prediction)兩大範疇,而實務中往

往採用兩者結合的混合策略[32]。基於實測的方法透過在研究區域內布設有代表

性的測量點位 ,獲取實際噪音水平數據 ,再利用空間統計方法(如克里金插值 

Kriging Interpolation、逆距離加權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等)進行空間外推,生

成連續的噪音分布圖。這類方法的優勢在於數據真實性強,能夠捕捉實際環境中

的複雜影響因素,但其局限性亦十分明顯:測量成本高昂、時間消耗大、空間覆蓋

度依賴於測點密度、難以模擬規劃情境與未來變化[33]。因此,除在小尺度精細化

評估或模型驗證場景中應用外,大規模城市噪音地圖繪製更多依賴於數值預測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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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模型的噪音地圖繪製依託專業的聲學模擬軟體(如 CadnaA、SoundPLAN、

LIMA 等),這些軟體整合了國際通行的噪音傳播模型,並與 GIS 平台深度耦合,能

夠處理複雜的三維城市幾何與多源噪音疊加[34]。歐盟推薦採用的 CNOSSOS-

EU(Common Noise Assessment Methods in Europe)框架提供了標準化的道路交通

噪音、鐵路噪音與航空噪音源項模型以及聲傳播算法,確保不同國家與區域的噪

音地圖具有可比性[35]。模型驅動的噪音地圖繪製通常包括以下關鍵步驟:首先,

構建高精度的三維數字地形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與建築模型,這是

準確模擬聲傳播路徑、反射與繞射效應的基礎;其次,收集並輸入噪音源數據,對於

道路交通噪音而言,這包括交通流量(車輛數/小時)、車速分布、車輛分類(輕型車、

重型車比例)、路面類型(密實瀝青、多孔瀝青等)等參數[36];第三,設定計算域與網

格分辨率,通常城市尺度噪音地圖採用 10m×10m或 5m×5m的網格精度,在關鍵敏

感區域可進一步加密至 2m×2m;第四,執行聲傳播計算,考慮幾何擴散、大氣吸收、

地面效應、建築反射與屏障繞射等多種物理過程;最後,

輸出並視覺化不同噪音指標(如 Lden、Lday、Levening、

Lnight)在不同高度(如地面 4m,代表建築一層外牆面)

的空間分布[37]。 

噪音地圖的精度與可靠性高度依賴於輸入數據的質量

與模型參數的校準。交通流數據的準確性是影響道路交通噪音地圖質量的首要因

素,實務中常結合交通流動態模擬(如 VISSIM、SUMO等交通模型)與實地調查獲

取時空變化的交通流信息[38]。建築幾何與反射特性的精細表徵對城市峽谷

(Urban Canyon)環境中的噪音預測至關重要,激光雷達(LiDAR)技術與建築信息模

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的整合應用為高保真城市模型構建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39]。模型驗證是確保噪音地圖可信度的必要環節,通常要求在代表性

點位進行實測,預測值與測量值之間的平均偏差應控制在±2 dB(A)以內,標準差小

於 3 dB(A)才被認為符合質量標準[40]。 

噪音地圖的應用價值是多方面的。在暴露評估中,噪音地圖與人口分布數據(如人

口密度網格、地址點數據)疊加,可快速估算不同噪音水平段的暴露人口數量,為健

康風險評估提供基礎數據[41]。在合規性評估中,噪音地圖可識別超過法定限值的

「熱點區域」(Noise Hotspots),指導執法與整改行動[42]。在城市規劃中,噪音地圖

是土地利用規劃、交通基礎設施設計、噪音敏感建築(如學校、醫院、住宅)選址

的重要決策支持工具,透過情境模擬評估不同規劃方案的噪音環境影響,從源頭預



10 - 8 
 

防噪音暴露問題[43]。在公眾溝通與參與方面,公開的噪音地圖提高了環境信息透

明度,增強了公眾的環境知情權與監督意識,亦是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

議題中關注弱勢社區噪音暴露不平等的重要工具[44]。 

近年來,噪音地圖技術的發展呈現若干前沿趨勢。動態噪音地圖(Dynamic Noise 

Mapping)整合實時交通流數據、氣象數據以及移動式噪音監測網絡,實現噪音分

布的時變預測,為智慧城市(Smart City)環境管理提供了新的範式[45]。三維噪音地

圖與建築外立面噪音評估的精細化應用,使得逐棟建築、甚至逐層樓板的暴露評

估成為可能,為建築隔音性能評估與室內噪音預測奠定基礎[46]。聲景觀地圖

(Soundscape Mapping)則超越了單純的噪音值描述,整合聲源識別、音質特徵以及

主觀評估,追求更為全面的聲環境品質表徵[47]。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引入,

使得基於有限測量數據的高分辨率噪音地圖重建、複雜聲環境模式識別以及噪音

地圖不確定性量化等方向取得了重要進展[48]。這些技術創新不僅提升了噪音地

圖的精度與實用性,更拓展了其在環境健康監測、城市聲環境治理與永續發展評

估中的應用潛力,使噪音地圖從靜態的評估工具演進為動態的管理與決策支持系

統。 

10.2.2 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  

暴露評估是噪音污染評估鏈條中連接環境噪音水平與人

群健康風險的關鍵環節,其核心任務在於定量描述目標人

群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範圍內接受的噪音暴露劑量、模式

與分布特徵[49]。與簡單的環境噪音水平測量不同,暴露評估強調以人為中心

(People-Centered),需要整合噪音空間分布、人口分布、時間活動模式 (Time-

Activity Pattern)以及建築環境特徵等多維度信息,才能實現對真實暴露情境的精

確刻畫 [50]。國際上通行的暴露評估框架由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於1983年提出,並經過數十年發展不斷完善,包含暴露情境識別、

暴露途徑分析、暴露劑量估算與不確定性表徵等核心模組[51]。 

噪音暴露評估的複雜性源於暴露的時空動態性與個體異質性。人群的噪音暴露並

非僅發生在住宅地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跨越多個微環境(Microenvironments),包

括住宅室內外、工作場所、交通工具內部、公共空間等,每個微環境的噪音水平與

停留時間共同決定了總暴露劑量[52]。然而,受制於數據可得性與評估成本,絕大

多數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與人群健康評估仍採用住宅地址噪音水平作為暴露代

理指標(Exposure Proxy),這一簡化假設在方法學上引入了暴露誤分類(Exposure 



10 - 9 
 

Misclassification)風險,可能導致健康效應估計的偏倚[53]。近年來,基於個人活動

日誌(Activity Diary)的微環境暴露模型、全球定位系統(GPS)追蹤結合噪音地圖的

時空暴露重建、以及個人噪音劑量計(Personal Noise Dosimeter)的應用研究,為更

精細化的暴露評估提供了新的方法學選項[54]。 

住宅外牆噪音水平(Façade Noise Level)是國際上最廣泛採用的長期暴露評估指標,

特別是在大規模隊列研究與人群健康風險評估中[55]。其評估通常基於噪音地圖,

提取住宅建築最暴露外牆面(Most Exposed Façade)在標準高度(通常為地上 4 米,

相當於建築一至二層)的噪音水平作為該地址的暴露值。歐盟環境噪音指令推薦

使用的暴露指標為 Lden(晝-黃昏-夜加權平均聲級,Day-Evening-Night Average 

Sound Level),該指標對夜間(23:00-07:00)噪音賦予+10 dB的權重懲罰,對黃昏時段

(19:00-23:00)賦予+5 dB 權重,以反映不同時段人群對噪音的敏感性差異[56]。世

界衛生組織在健康風險評估中則更強調單獨使用 Lnight(夜間平均聲級)指標,因

其與睡眠干擾及其相關的心血管健康結局具有更直接的關聯性[57]。 

從外牆噪音到室內噪音暴露的轉換是暴露評估精細化的重要步驟。建築外殼的隔

音性能、窗戶開啟狀態、通風模式等因素共同決定了室內噪音水平。典型的磚混

結構住宅在窗戶關閉狀態下,外牆至室內的隔音量約為 20-30 dB,而窗戶開啟時則

降低至 10-15 dB[58]。考慮到多數居民在夏季或溫和季節傾向於開窗睡眠,實際的

夜間室內噪音暴露往往顯著高於窗戶緊閉情境下的理論預測值[59]。一些研究結

合氣候數據、住宅能源模擬與居民行為調查,建立了概率性的窗戶開啟模型,從而

實現更為真實的室內暴露估算[60]。此外,建築物的朝向、樓層高度、周邊遮蔽情

況亦會引起同一建築內不同住戶暴露水平的顯著差異,三維暴露評估方法能夠捕

捉這種垂直與水平方向上的暴露異質性[61]。 

人口暴露分布的估算是支撐公共衛生決策的關鍵信息產出。透

過將噪音地圖與高分辨率人口數據(如人口網格、建築內人口

分布模型)疊加,可計算不同噪音暴露水平段(如<45 dB, 45-50 

dB, 50-55 dB, 55-60 dB, 60-65 dB, >65 dB等)的暴露人口數量與

比例[62]。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定期發布的歐洲噪音

暴露評估報告顯示,約有 1.13 億歐盟居民(佔總人口的 20%以上)長期暴露於

Lden≥55 dB(A)的道路交通噪音環境,其中約 3200萬人暴露於 Lden≥65 dB(A)的高

噪音水平[63]。這些數據不僅揭示了問題的嚴重性,更為健康影響量化、成本效益

分析以及減噪目標設定提供了基準線信息。脆弱人群的暴露評估受到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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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老年人、既有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的暴露特徵與健康易感性分析,有

助於實施針對性的健康保護措施[64]。 

暴露評估的質量控制與不確定性分析是確保評估可信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暴露誤

差的來源是多方面的:噪音地圖預測誤差、住址地理編碼(Geocoding)誤差、人口

數據時空分辨率限制、個體時間活動模式的簡化假設、建築隔音性能的估計不確

定性等 [65]。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與不確定性量化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方法的應用,能夠識別關鍵誤差來源並評估其對暴露估計與後續健

康風險評估的影響程度[66]。近年來,貝葉斯統計方法與蒙特卡洛模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被引入暴露評估,允許在存在不完美信息的情境下進行概率性推

斷,並明確傳遞不確定性至風險表徵階段[67]。暴露評估方法的標準化與透明化報

告亦是提升研究可重複性與證據質量的關鍵,國際期刊與評估指南越來越強調對

暴露評估方法細節的完整描述與方法學限制的坦誠討論[68]。 

展望未來,噪音暴露評估正朝向個性化(Personalized)、實時化(Real-Time)與多維化

(Multi-Dimensional)方向發展。可穿戴式噪音傳感器與智能手機應用的普及,使得

大規模的個人噪音暴露監測成為可能,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項目如歐洲的

NoiseCapture 與美國的 NoiseTube 已收集了數百萬條地理標記的噪音測量數據,

為噪音地圖驗證與暴露模型改進提供了豐富的眾包數據源[69]。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支撐的智慧城市噪音監測網絡,實現了城市聲環境的連續動態

感知 ,為交通噪音的實時預警與適應性管理創造了條件 [70]。暴露組學

(Exposomics)概念的興起強調從全生命週程視角綜合評估包括噪音在內的多種環

境暴露,並與基因組、代謝組等生物標誌物整合,追求對健康影響機制的系統性理

解[71]。這些前沿進展不僅深化了我們對噪音暴露複雜性的認識,更為精準公共衛

生干預與個性化健康管理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10.2.3 影響評估 (Impact Assessment)  

影響評估作為噪音污染評估的最終環節,旨在將噪

音暴露數據轉化為可量化的健康、社會與經濟結局

指標,從而為政策制定、資源配置與公共溝通提供決

策相關的證據[72]。健康影響評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是影響評估的核心組成部分,其基本邏輯框架包括:基於流行病

學證據建立暴露-反應函數(Exposure-Response Function, ERF),描述噪音暴露水平

與特定健康結局發生率或風險之間的定量關係;結合目標人群的暴露分布數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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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可歸因於噪音暴露的健康結局案例數(Attributable Cases);進一步採用統一的健

康度量如殘疾調整生命年(DALYs)或質量調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進行不同健康結局的綜合量化;最終可結合經濟評估方法,估算健康損害

的貨幣化價值[73]。 

暴露-反應函數的建立依賴於高質量的流行病學證據,這通常來源於大規模前瞻性

隊列研究、薈萃分析或系統性文獻回顧。世界衛生組織在其 2018年發布的《歐

洲環境噪音指南》中,基於嚴格的證據質量評估(采用 GRADE 方法,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針對道路交通噪音與

多種健康結局提供了推薦的暴露-反應函數[74]。以心血管疾病為例,Babisch等人

透過薈萃分析建立的劑量反應關係顯示,道路交通噪音每增加 10 dB(A) Lden,冠

心病發病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RR)增加約 8%,即 RR=1.08(95% CI: 1.04-

1.13)[75]。對於高度煩擾(High Annoyance),Miedema與 Oudshoorn基於大量社區

調查數據發展的經典曲線預測,當 Lden 為 55 dB(A)時約有 10%人群報告高度煩

擾,而在 70 dB(A)時這一比例上升至約 30%[76]。睡眠干擾的暴露-反應關係則更

多基於多導睡眠圖(Polysomnography)研究與主觀睡眠質量問卷調查的綜合證據

[77]。 

可歸因負擔(Attributable Burden)的計算是影響評估的核心

技術步驟。其基本公式為:可歸因案例數 = Σ [PAF(L) × N(L)]

其中 PAF(L)為特定噪音暴露水平 L 下的人群歸因分數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N(L)為該暴露水平段的基

線健康結局案例數[78]。人群歸因分數的計算需要已知暴露水平分布 P(L)與相對

風險 RR(L):PAF = ∫ [P(L) × (RR(L) - 1)] / ∫ [P(L) × RR(L)] dL這一方法允許在人群

異質性暴露情境下,定量估算若降低或消除噪音暴露可避免的健康案例數[79]。實

務中,由於連續積分計算的複雜性,常採用分段離散化方法,將暴露水平分為若干

區間,每個區間賦予該段的平均相對風險與暴露人口比例進行求和計算[80]。 

殘疾調整生命年(DALYs)作為綜合健康度量指標,在噪音健康影響評估中得到廣

泛應用。DALY整合了早逝(Years of Life Lost, YLLs)與非致死性健康損害(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兩個維度:DALY = YLL + YLD對於致命性健康結局

(如心肌梗塞導致的過早死亡),YLL 計算為死亡案例數乘以標準預期壽命損失年

數;對於非致命性健康結局(如睡眠干擾、煩擾),YLD 計算為患病案例數乘以該健

康狀態的殘疾權重(Disability Weight,範圍 0-1,0代表完全健康,1代表死亡)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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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81]。WHO 在 2011 年的歐洲噪音健康負擔評估中,估算道路交通噪音導致

的年度 DALYs 損失包括 :缺血性心臟病 61,000 DALYs、認知功能損害(兒

童)45,000 DALYs、睡眠障礙 903,000 DALYs 以及煩擾 654,000 DALYs,合計約

170萬 DALYs[1]。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不同健康結局的證據質量與因果確定性存

在差異,影響評估報告通常區分「核心結局」(證據充分)與「擴展結局」(證據有限

但合理),並在結果解釋時明確不確定性範圍[82]。 

經濟影響評估將健康損害轉化為貨幣價值,為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與政策優先序排定提供關鍵信息。常用的經濟評估方法包括:人力資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透過估算因疾病導致的生產力損失(工作日損失、早逝導致的終

生收入損失)計算間接經濟成本;疾病成本法(Cost of Illness)匯總直接醫療支出(診

斷、治療、藥物、住院等)與間接成本;支付意願法(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條

件價值評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透過調詢或選擇實驗 (Choice 

Experiment)直接詢問公眾對避免噪音暴露或健康損害的貨幣化支付意願;統計生

命價值法(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用於評估致命性風險的經濟價值[83]。不

同方法各有優劣,疾病成本法計算相對直觀但往往低估真實的福利損失,因其未涵

蓋疼痛、痛苦與生活質量下降等無形成本;支付意願法能夠捕捉個體的主觀福利

變化,但受調查設計、假設市場情境與支付能力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估計不確定性

[84]。 

不動產價值折損(Property Value Depreciation)是噪音經濟影

響的另一重要維度 ,大量的特徵價格法 (Hedonic Pricing 

Method)研究顯示,噪音水平的增加與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下降

存在顯著負相關[85]。薈萃分析結果表明,道路交通噪音每增

加 1 dB(A),住宅價格平均下降約 0.5-1.0%,這一效應在高噪音水平區段(>65 dB)更

為顯著[86]。以一棟市場價值為 30萬歐元的住宅為例,若其外牆噪音水平從 55 dB

增加至 65 dB,價值折損可能達到 1.5-3萬歐元。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噪音暴露

引起的不動產總價值損失可達數十億乃至數百億的量級[87]。這種市場化的價值

信號不僅反映了居民對噪音的負面評估,也為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社

會成本核算提供了重要參考[88]。 

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關注噪音污染對社區凝聚力、環境正義、

生活品質與社會公平等更廣泛社會維度的影響。研究顯示,長期暴露於高噪音環

境的社區,居民的社會互動頻率降低,鄰里關係疏離,社區歸屬感減弱[89]。環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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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視角的分析揭示,噪音暴露在不同社會經濟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不平等分布,低收

入社區、少數族裔聚居區往往承受更高的噪音負擔,這種不平等暴露模式加劇了

既有的健康不平等[90]。噪音地圖與社會經濟數據的疊加分析已成為環境正義研

究的重要工具,為針對性的政策干預與資源分配提供了證據基礎[91]。此外,噪音

對教育環境的影響亦受到關注,學校周邊的交通噪音與學生學業表現、教師教學

效能之間的負面關聯,凸顯了噪音控制在教育公平中的重要性[92]。 

影響評估的方法學挑戰與前沿發展是持續關注的議題。因果推斷(Causal Inference)

的嚴謹性是影響評估可信度的核心,混淆偏倚(Confounding Bias)的控制、反向因

果(Reverse Causality)的排除、暴露誤分類(Exposure Misclassification)的矯正等統

計學與流行病學議題需要得到妥善處理[93]。多重暴露的聯合效應評估日益受到

重視,噪音與空氣污染往往具有共同來源(交通排放),兩者在健康效應上可能存在

獨立作用、協同作用或混淆關係,解析這種複雜關聯需要更精細的研究設計與統

計模型[94]。情境特異性(Context-Specificity)的考量亦不容忽視,不同地理區域、

文化背景、氣候條件下的人群對噪音的敏感性與應對能力存在差異,直接移植他

國的暴露-反應函數可能引入偏倚,本土化的健康影響評估研究具有重要價值[95]。

未來影響評估的發展方向包括:整合多組學(Multi-Omics)與生物標誌物數據深化

機制理解、利用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與政策評估設計強化因果證據、發

展動態微觀模擬(Dynamic Microsimulation)模型預測長期健康影響、以及將聲景

觀品質與主觀福祉納入更全面的影響評估框架[96]。 

綜合而言,噪音污染評估從噪音地圖繪製、暴露評估到影響評估形成了一個邏輯

嚴密、技術複雜的綜合體系,其核心價值在於將環境物理量(噪音噪音值)轉化為與

人類健康、福祉與社會經濟直接相關的決策信息。隨著數據技術、計算能力與跨

學科整合的進步,噪音評估正從靜態的描述性工具演進為動態的預測性與情境模

擬平台,為循證決策、適應性管理與永續城市發展提供越來越強有力的支撐。輪胎

噪音作為交通噪音的主體成分,其評估與管理需要這一完整體系的支持,才能實現

從問題識別到干預效果評估的閉環管理。 

10.3 噪音控制策略 (Noise Control Strategies) 

噪音控制策略的制定與實施是將噪音評估結果轉化

為環境改善行動的關鍵環節,其基本框架遵循「源頭

控制-傳播路徑干預-受體保護」的三級預防邏輯,並

強調多層次、多主體與多手段的綜合治理模式[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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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交通噪音管理情境下,這一框架具體表現為:源頭控制針對車輛噪音排放

(包括輪胎噪音、動力系統噪音)與路面聲學特性的優化;傳播路徑干預包括聲屏障

建設、城市形態設計與綠化緩衝的應用;受體保護則涵蓋建築隔音改造、土地利

用規劃與暴露人群的行為引導[98]。有效的噪音控制策略需要在技術可行性、經

濟合理性、社會可接受性以及環境協同效益等多個維度達到平衡,並透過法規標

準、經濟激勵、信息披露與公眾參與等政策工具組合推動實施[99]。 

源頭控制(Source Control)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噪音減緩策略,因其在噪音產生環節

直接降低排放,避免了後續傳播與受體端的昂貴補救措施[100]。針對輪胎噪音的

源頭控制,前文第九章已詳細論述了輪胎設計優化(胎面花紋、結構、材料)與路面

降噪技術(多孔瀝青、低噪音路面)等技術手段,此處重點討論其在城市噪音管理策

略中的系統性應用。歐盟輪胎標籤法規(EU Tyre Labelling Regulation)與聯合國

ECE R117 法規透過設定輪胎滾動噪音限值並強制公開噪音性能信息,推動了低

噪音輪胎技術的市場普及[101]。研究顯示,若所有新輪胎均達到當前法規的最低

限值(通常較現行平均水平低 2-3 dB),城市交通噪音水平預計可降低 1-2 dB(A),惠

及數百萬暴露人口[102]。低噪音路面的推廣應用在荷蘭、瑞典等國家取得了顯著

成效,雙層多孔瀝青(DPAC)可實現 3-8 dB(A)的降噪效果,相當於交通流量減少 50-

75%的降噪效益[103]。然而,路面降噪性能的長期維持依賴於有效的清潔與養護,

孔隙堵塞是限制其使用壽命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將路面聲學性能納入道路資產

管理體系的定期監測與維護計劃[104]。 

車輛技術的演進亦對噪音控制策略產生深遠影響。電動

車(Electric Vehicle, EV)與混合動力車在低速行駛時幾

乎無動力系統噪音,使得輪胎噪音成為絕對主導聲源,這

一特性既是挑戰也是機遇[105]。從挑戰角度,傳統基於

發動機噪音的降噪策略在電動車時代效果大幅降低,必須將重點轉向輪胎與路面

的優化;從機遇角度,電動車提供了實現城市「靜音交通」願景的技術基礎,若結合

低噪音輪胎與靜音路面,城市交通噪音水平有望實現革命性降低[106]。為平衡電

動車靜音特性帶來的行人安全隱患,多國法規要求電動車在低速時發出人工警示

音(Acoustic Vehicle Alerting System, AVAS),這又引入了新的聲環境設計議題,如

何在保障安全與控制噪音之間找到最優平衡,成為當前研究熱點[107]。自動駕駛

技術的發展可能透過優化駕駛行為(平順加減速、避免急剎車)、車隊協同控制(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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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走走停停模式)以及改善交通流效率(減少擁堵)等途徑間接降低交通噪音,但其

長期影響尚需更多實證研究[108]。 

傳播路徑干預(Path Intervention)是在噪音源與受體之間插入障礙或吸收介質,透

過物理手段衰減聲能傳播[109]。聲屏障(Noise Barrier)是最常見的路徑控制措施,

廣泛應用於高速公路與城市快速路沿線的噪音敏感區保護。有效的聲屏障設計需

要考慮高度(通常 4-6 米)、長度(覆蓋受保護區段)、聲學性能(吸音與隔音材料選

擇)、結構安全與景觀美學等多重因素[110]。在理想條件下,聲屏障可為屏障後方

的近距離受體提供 5-15 dB(A)的降噪效果,但其有效範圍有限,對高層建築上層樓

板的保護效果顯著弱化[111]。聲屏障的成本較高(通常每延米數百至上千歐元)且

存在視覺阻隔、生態廊道切割等負面影響,因此其應用需要在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下審慎評估[112]。近年來,創新型聲屏障如聲學超材料(Acoustic Metamaterials)屏

障、綠色植被牆(Green Wall)結合吸音結構、以及光伏聲屏障(Solar Noise Barrier)

等多功能設計,為傳統聲屏障技術注入了新的活力[113]。 

城市形態與建築布局規劃是路徑干預的另一重要維

度,透過合理的空間配置降低噪音傳播效率並增加自

然衰減[114]。街道峽谷(Street Canyon)效應在密集城

區顯著影響噪音分布,建築物的多重反射可使街道內

噪音水平較開闊地帶高出 3-5 dB[115]。採用非平行

建築布局、錯落高度設計、設置聲影區(Acoustic 

Shadow Zone)等策略可有效改善局部聲環境[116]。綠化緩衝帶(Green Buffer Zone)

雖然降噪效果有限(寬度 100 米的密植林帶僅提供 3-5 dB 衰減),但其在改善視覺

景觀、提供生態服務與心理緩衝方面的綜合價值使之成為城市噪音管理的輔助手

段[117]。城市規劃層面的噪音分區(Noise Zoning)將不同噪音敏感度的土地利用

類型(如住宅、學校、醫院 vs. 工業、商業)進行空間分離,透過源頭避讓實現預防

性保護[118]。 

受體保護(Receptor Protection)在源頭與路徑控制措施無法充分降低暴露時提供最

後一道防線,其核心是提升建築物的隔音性能,確保室內環境達到健康標準[119]。

建築外殼隔音改造(Façade Insulation Retrofit)包括更換高性能隔音窗(雙層或三層

玻璃、加大空氣層厚度)、外牆加裝隔音層、改善通風口與縫隙密封等措施[120]。

在高噪音暴露區(如機場周邊、繁忙道路沿線),政府資助的建築隔音改造計劃已在

多國實施,為居民提供經濟補償或技術支持[121]。然而,被動隔音措施存在固有矛



10 - 16 
 

盾:關閉窗戶可有效隔音但影響自然通風與心理舒適感,特別是在無空調設備的家

庭,夏季開窗需求與隔音需求存在衝突[122]。主動通風與隔音整合系統(如帶噪音

衰減功能的新風系統)提供了一種技術解決方案,但其高昂成本限制了大規模推廣

[123]。 

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與交通流優化是從系統

層面降低噪音的策略選項[124]。減少交通總量、優化交通時空分布、鼓勵公共交

通與非機動出行,不僅直接降低噪音排放總量,更帶來空氣質量改善、溫室氣體減

排與公共健康協同效益[125]。低速限制(Speed Limit Reduction)是成本極低但效果

顯著的噪音控制措施,車速從 50 km/h 降低至 30 km/h 可使輪胎噪音降低約 3-4 

dB(A),相當於交通流量減半的效果[126]。歐洲多國在住宅區推行的「30公里區」

(30 km/h Zone)政策,不僅有效改善了聲環境,也顯著提升了交通安全與社區宜居

性[127]。貨運交通的時間管理(如夜間貨運限制、引導至專用通道)、老舊高噪音

車輛的淘汰激勵、以及聲環境質量納入交通影響評估的強制要求,均是交通管理

工具箱中的重要選項[128]。 

政策工具與激勵機制的創新是推動噪音控制策略實施的

關鍵驅動力[129]。除了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法規(如噪音限

值標準),市場化與信息化工具日益受到重視。噪音收費

(Noise Charge)與差異化交通收費(Congestion Pricing with 

Noise Differentiation)將噪音外部性內部化為經濟成本,引

導行為改變[130]。採購標準中的噪音權重提升,如政府與公共交通公司優先採購

低噪音輪胎與低噪音車輛,發揮了市場引領作用[131]。噪音地圖的公開與社區參

與式噪音監測提升了公眾的環境意識與監督能力,形成自下而上的治理壓力[132]。

跨部門協調機制(如交通、環境、城市規劃、公共衛生部門的聯席會議)打破了部

門割裂,推動噪音控制從單一領域議題上升為綜合性城市治理議題[133]。 

噪音控制策略的成效評估與適應性管理是確保政策目標達成的必要環節[134]。

在實施降噪措施後,系統性的事後評估(Ex-Post Evaluation)應涵蓋噪音水平的實測

變化、暴露人口的減少、健康影響的改善以及成本效益比的核算[135]。長期監測

數據的積累支持趨勢分析與預警 ,為政策調整提供反饋信息。適應性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框架強調在不確定性環境下透過「規劃-實施-監測-評估-

調整」的迭代循環持續優化策略[136]。氣候變化對噪音傳播特性的影響(如氣溫、

風速、降水模式變化)、城市化進程對交通需求的持續推動、以及新興技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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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自動駕駛、智慧交通系統)帶來的不確定性,均要求噪音控制策略具備前瞻性

與靈活性[137]。 

綜合而言,噪音控制策略是一個多層次、多領域與多工具整合的複雜系統工程,沒

有單一的「銀彈」解決方案,而需要根據具體情境的噪音特徵、受影響人群、經濟

社會條件以及其他環境目標進行量體裁衣的策略組合設計[138]。輪胎噪音控制

作為城市交通噪音管理的核心環節,其策略不僅涉及輪胎與路面技術本身,更需要

與車輛管理、交通規劃、城市設計以及公共健康政策形成協同,才能實現環境質

量、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的多贏局面。 

10.4 法規與政策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法規與政策框架為噪音控制提供了制度基礎、執行機制

與問責體系,是將科學證據與技術方案轉化為社會行動

的關鍵橋樑[139]。國際層面,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

標準化組織(IS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

發布的指南與標準為各國政策制定提供了參考框架;區

域層面,歐盟環境噪音指令(EU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 2002/49/EC)建立了

成員國間協調一致的評估與管理機制;國家與地方層面,各國根據自身國情制定了

噪音排放標準、環境質量標準、規劃控制要求以及執法程序[140]。輪胎噪音相關

法規涵蓋了產品排放限值(輪胎滾動噪音型式認證)、環境質量目標(交通噪音暴露

限值)、規劃審批要求(環境影響評估中的噪音章節)以及信息披露義務(輪胎標籤

法規)等多個層面,形成了從產品設計到使用環境的全鏈條管理[141]。 

世界衛生組織在環境噪音管理領域扮演著全球權威的技術指導角色。WHO 於

1999年首次發布《社區噪音指南》(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提出了基於

健康保護的噪音暴露建議值,為各國標準制定提供了科學基準[142]。2009年,WHO

歐洲區域辦公室發布《歐洲夜間噪音指南》(Night Noise Guidelines for Europe),針

對睡眠干擾提出了夜間室外噪音水平 Lnight應低於 40 dB(A)的中期目標,長期目

標為 30 dB(A)以下[143]。2018 年,WHO 發布了更新的《歐洲環境噪音指南》

(Environmental Noise Guidelin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

與嚴格的環境噪音健康保護指南[144]。該指南基於系統性證據回顧與健康風險

評估,針對道路交通噪音提出了強烈建議:Lden應低於 53 dB(A),Lnight應低於 45 

dB(A),以保護公眾免受心血管疾病與睡眠干擾的不良影響[145]。這些建議值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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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於多數國家現行標準,引發了關於可行性、成本與實施路徑的廣泛討論,但其

基於健康優先原則的立場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確的長期目標[146]。 

歐盟環境噪音指令(Directive 2002/49/EC)是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區域性噪音管理

立法,其核心目標是建立評估與管理環境噪音的共同方法,為公眾提供環境噪音信

息,並透過行動計劃防止與降低有害暴露[147]。該指令要求成員國對人口超過 10

萬的城市聚集區、年平均日交通量超過 300萬輛次的主要道路、年通行量超過 3

萬次的主要鐵路以及年起降量超過 5 萬次的主要機場周邊區域,每五年繪製一次

噪音地圖,並制定噪音行動計劃(Noise Action Plan)[148]。指令採用的評估指標為

Lden 與 Lnight,並設定了參考暴露水平(非強制性限值):Lden 55-75 dB(A)分段與

Lnight 50-70 dB(A)分段,用於識別需要重點關注的區域[149]。截至 2020 年,歐盟

27國已提交了數千份噪音地圖與行動計劃,累計覆蓋超過 4億人口,形成了歐洲層

面的噪音暴露數據庫,為跨國比較與政策評估提供了基礎[150]。 

歐盟輪胎標籤法規(EU Tyre Labelling Regulation 1222/2009

及其修訂版 2020/740)是針對輪胎噪音源頭控制的創新性

市場化政策工具[151]。該法規要求所有在歐盟市場銷售的

輪胎必須標示滾動阻力(燃油效率)、濕地抓地力與外部滾

動噪音三項性能指標,噪音指標以分貝值表示,並透過 A、

B、C三級等級(修訂後為 A-E五級)進行可視化展示[152]。標籤制度的目標是增

加市場透明度,引導消費者與採購者選擇低噪音輪胎,並激勵製造商持續改進產品

性能[153]。配合標籤法規,歐盟還制定了強制性的輪胎噪音限值標準(納入聯合國

ECE R117法規體系),並透過階段性收緊限值推動技術進步,2016年的第二階段限

值較第一階段降低了 1-2 dB,預計未來還將繼續收緊[154]。評估研究顯示,標籤法

規實施後,市場上低噪音輪胎的份額顯著提升,但消費者對噪音標籤的認知度與決

策影響力仍低於燃油效率標籤,提示需要更強的公眾教育與意識提升工作[155]。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制定的 ECE R117法規《關於輪胎滾動噪音、濕

地抓地力與滾動阻力的統一規定》 (Regulation No. 117: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tyres with regard to rolling sound emissions, wet grip 

performance and rolling resistance)是國際上最廣泛採用的輪胎噪音型式認證標準

[156]。該法規適用於乘用車(C1類)、輕型商用車(C2類)與貨車/客車(C3類)輪胎,

規定了按照 ISO 13325標準進行的滑行法(Coast-By Method)測試程序與限值要求

[157]。限值根據輪胎類別、輪輞直徑與標稱斷面寬度進行細分,例如 C1 類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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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mm 的輪胎限值為 68 dB(A),185-245mm 為 70 dB(A),>245mm 為 71 

dB(A)[158]。ECE R117不僅在歐盟強制實施,也被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多國

採納,並透過 WP.29(世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機制推動全球協調[159]。美國雖未

直接採用 ECE R117,但其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正在制定類似的輪

胎噪音標準,預計將進一步推動全球標準的趨同[160]。 

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頒布的 23 CFR Part 772《公路交通與施工噪音緩減

程序》(Procedures for Abatement of Highway Traffic and 

Construction Noise)是美國聯邦層面公路噪音管理的核心法

規[161]。該法規規定,所有使用聯邦資金的公路新建或重大

改建項目必須進行噪音影響評估,當預測噪音水平超過噪

音緩減標準(Noise Abatement Criteria, NAC)或較現有水平顯著增加(通常定義為

10-15 dB)時,需要評估並實施技術可行與經濟合理的降噪措施[162]。NAC依據土

地利用類型設定:A 類(寺廟、公園等寧靜區)為 57 dB(A) Leq(h),B 類(住宅)為 67 

dB(A),C類(商業區)為 72 dB(A)[163]。降噪措施的「合理性」評估綜合考慮降噪

效果(通常要求至少 5 dB降噪)、成本效益(單位受益居民的降噪成本)以及受益者

意見(社區投票)[164]。FHWA於 2022年啟動了對該法規的全面修訂提案,計劃引

入更嚴格的標準、更新的評估方法以及對累積影響與環境正義的更強關注[165]。 

除上述專門性噪音法規外,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制度在噪音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預防性功能[166]。多數國家的 EIA法規要求,交

通基礎設施、大型開發項目在審批前必須進行噪音影響預測,評估對周邊敏感受

體的影響,並提出可行的緩減措施[167]。噪音評估是 EIA的常規內容,需要遵循特

定的技術導則,包括評估範圍界定、基線噪音測量、情境預測建模、顯著性判據、

緩減措施設計以及監測計劃制定等標準化步驟[168]。在一些司法管轄區,EIA 中

的噪音評估結論具有否決項目或要求修改設計的法律約束力,成為公眾參與與司

法審查的重要依據[169]。 

地方層面的噪音條例(Noise Ordinance)與分區規劃(Zoning Regulation)是噪音管理

最直接的執法工具[170]。這些地方性法規通常設定不同土地利用分區、不同時段

(日間/夜間)的環境噪音限值,並賦予執法部門(如環保局、警察)測量、處罰與責令

整改的權力[171]。例如,許多歐洲城市的夜間住宅區噪音限值為 30-40 dB(A),違反

者可能面臨罰款甚至刑事責任[172]。地方法規的優勢在於能夠因地制宜,針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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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噪音問題特徵與社區需求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管理措施,但其挑戰在於執法資源

有限、測量標準化程度不足以及跨區域協調困難[173]。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制定的系列噪音測量與評估標準為法規實施提供了技術規

範基礎[174]。ISO 13325《輪胎-滑行法測量輪胎路面聲發射》規定了輪胎噪音型

式認證測試的標準方法,被 ECE R117等法規直接引用[175]。ISO 1996系列標準

《聲學-環境噪音的描述、測量與評估》涵蓋了環境噪音測量的通用要求、噪音源

確定方法以及對噪音反應的評估指南,是環境監測與執法的技術依據[176]。ISO 

11819 系列標準《路面對交通噪音影響的測量》包括統計滑行法(Statistical Pass-

By, SPB)與近場法(Close-Proximity, CPX),為路面聲學性能評估與質量控制提供

了標準化工具[177]。ISO 12913系列標準《聲景觀》則代表了噪音評估範式的前

沿轉變,從單純的物理噪音值測量轉向整合聲環境、人的感知與情境語境的綜合

評估,為未來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視角[178]。 

法規與政策的有效性依賴於執法能力、合規監測與問

責機制[179]。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制定了噪音標準,

但因執法資源不足、監測網絡缺失、罰則威懾力弱以

及跨部門協調困難,導致「紙面法規」現象普遍[180]。

強化執法的關鍵措施包括:建立常態化的噪音監測網

絡並公開數據、配備標準化的測量設備與訓練有素的

執法人員、設計合理的罰則體系(罰款水平足以改變

行為)、建立投訴受理與響應機制、以及透過定期評估與報告制度確保法規目標

的達成[181]。公眾參與和訴訟權利的保障亦是有效執法的重要補充,環境公益訴

訟與集體訴訟在一些國家已成為推動噪音問題解決的重要途徑[182]。 

展望未來,噪音法規與政策的發展趨勢包括:標準的持續收緊以追隨 WHO 健康建

議值;從單一源頭管制向全生命週期管理(包括使用階段性能衰減控制)的轉變;經

濟激勵工具(如噪音收費、差異化稅收)的更廣泛應用;信息披露與透明度要求的強

化;環境正義與公平性考量的制度化;以及聲景觀品質目標的政策整合[183]。電動

車與自動駕駛技術的興起對現有法規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在傳統車輛噪音

大幅降低的背景下重新定義噪音問題、如何管理人工警示音的聲學特性與使用情

境、如何利用車聯網技術實現動態噪音管理,均是未來法規創新的重要議題[184]。

氣候變化緩減與噪音控制的協同政策設計,亦是實現永續交通系統的關鍵,低碳與

低噪音目標在多數情境下具有協同效益(如公共交通優先、慢行交通推廣),但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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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領域可能存在取捨(如電動車靜音特性的安全與環境雙重影響),需要綜合權衡

[185]。 

綜合而言,法規與政策是噪音控制從技術可能性走向社會實踐的制度保障,其設計

需要平衡健康保護的科學依據、技術可行性的工程約束、經濟成本的社會承受力

以及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訴求[186]。輪胎噪音法規作為交通噪音管理法規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其有效性不僅取決於限值的嚴格性,更依賴於與車輛管理、道路建

設、城市規劃以及公共健康政策的系統性整合,形成多層次、多工具的綜合治理格

局,才能真正實現保護公眾健康、改善環境質量與促進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 

10.5 經濟與社會成本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s)  

噪音污染的經濟與社會成本量化是將環境外部性內部化、為政策決策提供成本效

益分析依據的關鍵環節,其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將健康

損害、生活質量下降、不動產價值折損以及生產力損

失等無形影響轉化為可比較的貨幣單位[187]。儘管

方法學上存在爭議與不確定性,但現有的經濟評估研

究一致顯示,交通噪音造成的社會總成本極為可觀,在

發達經濟體可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0.2-2%之

間,每年數百億至數千億歐元或美元的量級[188]。這一巨大的隱性成本長期以來

被低估或忽視,導致在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決策、車輛與輪胎技術標準制定以及城

市規劃中未能充分內化噪音外部性,形成資源配置的次優均衡[189]。 

健康損害的經濟成本是噪音社會成本的核心組成部分。從直接醫療支出角度,噪

音相關的心血管疾病、睡眠障礙、精神健康問題等產生的診斷、治療、藥物、住

院與康復費用構成了可測量的經濟負擔[190]。歐洲環境署(EEA)基於疾病負擔評

估估算,道路交通噪音每年在歐盟造成的健康相關直接與間接經濟成本約為 400

億歐元,其中心血管疾病佔據最大份額[191]。更為全面的評估採用「統計生命價

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方法,將早逝導致的生命損失貨幣化。VSL反映

的是社會整體對死亡風險降低的支付意願,OECD國家的 VSL估計值通常在 300-

500 萬美元/生命之間[192]。考慮到噪音暴露與心血管死亡風險的關聯,這一方法

下的生命損失成本可能遠超直接醫療支出。對於非致命性健康影響,殘疾調整生

命年(DALY)或質量調整生命年(QALY)的貨幣化估值被廣泛應用,通常採用每

DALY/QALY 3-5萬歐元的參考值(約等於人均 GD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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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損失(Productivity Loss)是噪音健康影響的重要經濟後果。因噪音誘發的疾

病導致的病假、就醫時間、工作能力下降以及早退休等,直接轉化為勞動力市場的

產出損失[194]。睡眠干擾造成的日間疲勞與認知功能下降亦顯著影響工作效率,

研究顯示長期睡眠質量差的員工生產力可能降低 5-15%[195]。在知識經濟時代,

認知密集型工作對睡眠與注意力的依賴更強,噪音的間接經濟影響可能被低估

[196]。兒童認知發展受損的長期經濟後果尤為深遠,噪音暴露影響的教育成就與

人力資本積累,將在整個生命週程中產生收入差距 ,形成世代間的不平等傳遞

[197]。人力資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透過估算疾病導致的終生收入損失現

值,為這類長期影響提供了評估框架[198]。 

不動產價值折損(Property Value Depreciation)是市場化

顯現的噪音外部成本。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研究表明,噪音每增加 1 dB(A),住宅價格平均

下降 0.5-1.0%,在高噪音區段(>65 dB)這一折損比例更

高[199]。多國的研究結果呈現高度一致性:荷蘭的研究

顯示 10 dB噪音增加導致房價下降 9%;美國的研究發現機場噪音每增加 1 dB房

價下降 0.5-0.6%;韓國首爾的研究報告交通噪音導致的地價損失達數十億美元

[200]。這種價值折損不僅代表個別業主的財富損失,更反映了社會整體對噪音環

境質量的貨幣化評估[201]。在城市尺度上,交通噪音暴露導致的不動產總價值損

失可達數百億美元,這一隱性成本在基礎設施投資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往往被遺漏

[202]。值得注意的是,房價折損具有資本化(Capitalization)特性,即未來長期噪音暴

露的預期成本在購房時點一次性反映在價格中,因此其經濟意義不能與年度流量

成本簡單疊加[203]。 

噪音防護與緩減措施的實施成本亦是經濟評估的必要考量。聲屏障建設、建築隔

音改造、低噪音路面鋪設、低噪音輪胎研發等降噪技術的投資與維護成本構成了

噪音管理的直接經濟投入[204]。聲屏障的單位成本通常在每延米 500-2000 歐元

之間,一條 10公里的高速公路段的聲屏障總投資可能達到數千萬歐元[205]。建築

外牆隔音改造的單戶成本約為 5000-15000歐元,大規模改造計劃需要巨額財政支

出[206]。低噪音路面的初期成本通常較傳統密實瀝青高 10-30%,但其生命週期內

的降噪效益可能超過增量成本[207]。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將降噪措施的實施成本與避免的健康、不動產與生產力損失進行比較,評估投資

的經濟合理性[208]。多數研究顯示,針對高暴露人群(Lden>65 dB)的降噪措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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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正的淨效益,效益成本比(Benefit-Cost Ratio)可達 2-5:1,證明降噪投資的經

濟可行性[209]。 

社會成本的非貨幣化維度同樣重要,儘管難以精確量化,但其對社會福祉的影響不

容忽視[210]。噪音暴露引起的煩擾、生活質量下降、社區凝聚力減弱、環境不平

等加劇等社會影響,具有顯著的公共政策相關性[211]。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視角的分析揭示,噪音暴露在社會經濟階層間存在系統性不平等分布,低收

入社區、少數族裔聚居區、租賃住房集中地往往承受更高的噪音負擔,這種不平等

暴露模式加劇了既有的健康不平等與社會排斥[212]。在英國、美國與多個歐洲國

家的研究中,噪音暴露的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被一致證實:最低收入五分位人

群的平均噪音暴露水平較最高收入五分位高出 3-5 dB,高噪音區(>65 dB)的居民

中低收入人群比例顯著偏高[213]。這種環境不公正不僅是倫理關切,更具有經濟

後果,因其可能透過健康不平等的放大效應增加社會總成本,並降低人力資本的整

體質量[214]。 

噪音對教育環境的社會成本亦受到特別關注。學校周

邊的交通噪音與學生學業成績、教師教學效能之間的

負面關聯 ,轉化為教育質量的系統性下降 [215]。

RANCH 研究顯示,學校噪音每增加 5 dB,學生的閱讀

年齡發展延遲約 2 個月,這種認知發展障礙在整個教

育階段累積,可能影響最終的教育成就與職業前景[216]。在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視角下,噪音對弱勢社區兒童教育的不利影響,可能固化貧困的代際傳

遞,構成社會公平的長期挑戰[217]。一些研究嘗試量化教育成就下降的終生收入

影響,發現若能改善學校聲環境,其長期經濟回報(透過人力資本提升)可能遠超短

期降噪投資[218]。 

社區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與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的下降是噪音社

會成本的核心但難以貨幣化的維度。長期暴露於高噪音環境的居民報告更低的生

活滿意度、更高的壓力水平以及更弱的社區歸屬感[219]。噪音干擾戶外活動(如

庭院休憩、開窗通風、社交對話)降低了住宅環境的使用價值,迫使居民採取適應

行為(關閉窗戶、避免戶外停留),這種行為成本雖難以量化但真實存在[220]。生活

質量影響的評估方法包括:主觀福祉問卷(如生活滿意度評分)與噪音暴露的關聯

分析;時間預算研究(Time-Use Study)評估噪音如何改變居民的日常活動模式;以

及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詢問居民對改善聲環境的支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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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221]。這些方法的結果顯示,公眾對寧靜環境的主觀評估是可觀的,Lden 從 65 

dB 降低至 55 dB 的福祉增益,其貨幣化價值可能達到每戶每年數百至上千歐元

[222]。 

經濟評估方法學的挑戰與爭議是理解噪音成本估計不確

定性的關鍵。不同評估方法(疾病成本法、人力資本法、

支付意願法、統計生命價值法)基於不同的理論假設與數

據來源 ,產生的估計值可能相差數倍 [223]。貼現率

(Discount Rate)的選擇對長期健康影響的現值計算影響

巨大,3%與 7%的貼現率差異可導致 30 年期效益現值相

差一倍以上[224]。暴露-反應函數的不確定性(置信區間)在人群歸因負擔計算中

被放大,敏感性分析顯示總成本估計的合理範圍可能跨越一個數量級[225]。公平

性權重(Equity Weighting)的引入,即對弱勢人群的健康影響賦予更高權重以反映

分配正義關切,會顯著改變成本效益分析的結論[226]。方法學透明性與不確定性

的明確報告是確保經濟評估可信度與政策適用性的基本要求[227]。 

未來經濟評估的發展方向包括:整合多重環境暴露(噪音、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的

協同與交互作用評估;發展空間明示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型,識別降噪投資的最優空

間配置;將聲景觀品質與主觀福祉更系統地納入評估框架;以及加強發展中國家情

境下的本土化評估研究,因現有證據與經濟參數主要來自發達國家[228]。氣候變

化緩減政策的協同效益評估亦是前沿議題,低碳交通系統(公共交通、電動車、活

力街區)通常同時帶來噪音降低,這種協同效益在政策評估中的明確量化,有助於

增強氣候政策的政治支持與實施動力[229]。 

綜合而言,噪音污染的經濟與社會成本遠超過往的公眾認知與政策重視程度,其規

模與嚴重性使之成為必須納入永續發展議程的重大議題[230]。輪胎噪音作為城

市交通噪音的核心貢獻者,其控制不僅具有健康保護價值,更蘊含巨大的經濟效益

潛力。將噪音外部成本內部化到交通系統規劃、車輛與輪胎技術投資以及城市發

展決策中,是實現環境質量、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多重目標協同的關鍵路徑。 

10.6 未來發展趨勢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輪胎噪音與環境影響領域正處於多重技術變革、政策演進與社會意識轉型交匯的

關鍵時期,未來發展趨勢將深刻重塑城市聲環境的特徵、管理模式與政策優先序

[231]。電動車與自動駕駛技術的加速普及、智慧城市與物聯網基礎設施的部署、

聲景觀範式的興起、以及氣候變化與永續發展議程的主流化,共同構成了未來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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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管理的新興圖景[232]。這些趨勢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提出了嶄新的挑

戰,需要學術界、產業界、政策制定者與公民社會的協同創新與前瞻性應對[233]。 

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 EV)革命對城市交通噪音景

觀的影響是最具確定性與變革性的趨勢之一。純電動

車在低速行駛(通常<30 km/h)時幾乎無動力系統噪

音,使得輪胎噪音成為絕對主導甚至唯一顯著的聲源

[234]。隨著電動車市場滲透率的快速提升(多國設定

了 2030-2040 年間停售燃油車的目標),城市交通噪音

的總體水平預計將顯著下降,特別是在低速城市道路

與頻繁走停的擁堵情境中,降噪效益可達 3-5 dB(A)[235]。然而,這種「靜音革命」

並非自動實現,而是高度依賴於輪胎與路面技術的同步優化。若電動車僅替代了

動力系統噪音而輪胎噪音未得到有效控制,高速道路(>50 km/h)的噪音水平改善

將十分有限[236]。因此,電動車時代對輪胎噪音控制技術的需求不是降低而是提

升,低噪音輪胎與低噪音路面的研發、標準化與市場推廣成為實現電動交通環境

效益的關鍵環節[237]。 

電動車的靜音特性亦引發了行人與騎行者安全的關

切,特別是視障人士依賴聲音線索判斷車輛接近的能

力顯著削弱[238]。為此,多國法規強制電動車在低速

時啟動聲學車輛警示系統(Acoustic Vehicle Alerting 

System, AVAS),發出人工合成的警示音[239]。AVAS

的聲學設計面臨複雜的多目標權衡:既要足夠顯著以

確保行人察覺,又要避免成為新的噪音污染源;既要在複雜聲環境中具有可識別性,

又要與城市聲景觀和諧融合[240]。當前的 AVAS標準(如 UN R138法規)規定了

最低噪音值要求(56 dB(A)),但對聲音品質、頻譜組成與時間模式的規範仍較寬鬆,

未來標準的演進需要整合聲學、心理聲學、交通安全與聲景觀設計等多學科知識

[241]。創新性的 AVAS設計探索包括:定向聲源技術僅向行人方向發聲、自適應

音量調節根據背景噪音動態調整、以及利用音樂化或自然聲元素提升聲學品質

[242]。 

自動駕駛技術(Autonomous Vehicle, AV)的成熟與普及可能透過多重路徑影響交

通噪音。從駕駛行為優化角度,自動駕駛系統的平順加減速、精確速度控制、避免

急剎車等特性,可降低加速噪音與輪胎摩擦噪音的瞬態峰值[243]。車隊協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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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oning)與交通流優化可減少走走停停模式,提升整體交通效率並降低平均噪

音水平[244]。然而,自動駕駛對噪音的長期系統性影響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取決於

多種情境變數:若自動駕駛降低了出行成本並誘發總行駛里程大幅增加,噪音總暴

露可能不降反升;若自動駕駛促進了共享出行模式,減少

了車輛保有量,則可能帶來顯著降噪效益[245]。情境模擬

研究顯示,在「高共享-高電動化」情境下,2050年城市交通

噪音可能較當前降低 5-10 dB;而在「低共享-高出行需求」

情境下,噪音水平可能僅小幅下降甚至持平[246]。這種情

境依賴性凸顯了政策引導的重要性,透過共享出行激勵、

擁堵收費、以及結合自動駕駛與公共交通的整合規劃,引導向低噪音情境演化

[247]。 

智慧城市(Smart City)與物聯網(IoT)技術的發展為噪音管理提供了革命性的數據

基礎設施與管理工具[248]。低成本噪音傳感器的大規模部署,形成覆蓋全城的實

時噪音監測網絡,實現了從週期性評估到連續動態感知的範式轉變[249]。這些數

據可用於:實時噪音地圖的自動更新與公眾發布;噪音熱點的快速識別與預警;降

噪措施效果的即時評估;以及噪音投訴的智能派單與閉環管理[250]。人工智能與

機器學習技術的應用,使得複雜聲環境的自動分類(如交通噪音、施工噪音、娛樂

噪音)、異常事件檢測(如違法鳴笛、非法改裝車輛)以及噪音預測建模成為可能

[251]。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項目如 NoiseCapture、NoiseTube等,動員公眾利

用智能手機進行眾包噪音測量,形成了規模空前的噪音數據集,為研究與政策提供

了寶貴的補充數據源[252]。區塊鏈技術的探索應用於噪音數據的可信存證與環

境信用體系,為執法與問責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253]。 

聲景觀(Soundscape)範式的興起代表了噪音管理哲學的深刻轉變,從單純的「降低

噪音值」轉向「提升聲環境品質」的更全面目標[254]。ISO 12913系列國際標準

的發布,標誌著聲景觀概念從學術探索走向工程實踐與政策應用[255]。聲景觀方

法強調,聲環境品質不僅取決於物理噪音值,更取決於聲源構成、音質特徵、視覺

與其他感官情境以及個體與文化背景[256]。在城市設計中,聲景觀方法倡導:保護

與營造「聲學庇護所」(Acoustic Refuges)如安靜公園;引入「聲學遮蔽」(Acoustic 

Masking)如水聲掩蔽交通噪音;創造「積極聲景觀」(Positive Soundscape)如鳥鳴、

音樂表演空間;以及透過視覺綠化與空間設計改善對聲環境的主觀評估[257]。聲

景觀思維在輪胎噪音管理中的應用包括:超越單純的降噪目標,追求音質優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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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平坦化、減少尖銳成分);在低噪音輪胎與路面設計中整合音質考量;以及在城

市街道設計中平衡交通效率與聲景觀品質[258]。 

氣候變化緩減(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與噪音控制的協同政策設計是未來永續

交通規劃的重要趨勢[259]。低碳交通策略如電動車推廣、公共交通優先、步行與

騎行友好城市、緊湊型城市開發等,通常同時帶來噪音降低的協同效益[260]。明

確量化這些協同效益,有助於增強氣候政策的政治支持與實施動力。然而,也存在

潛在的權衡情境:例如,某些生物燃料的生命週期碳排放可能較低,但其燃燒噪音

特性可能不如傳統燃料;輕量化材料在降低碳排放中的應用,可能影響車輛與輪胎

的噪音特性[261]。系統性的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整合碳足

跡與噪音足跡,為技術選擇與政策設計提供多目標優化的決策支持[262]。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框架下,噪音控制與 SDG 

3(健康與福祉)、SDG 11(永續城市與社區)、SDG 13(氣候行動)的關聯性日益受到

重視,噪音議題從邊緣走向永續發展主流議程[263]。 

健康影響評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的前瞻性整合到城市規劃與交通決

策流程,是實現預防性噪音管理的制度性創新[264]。傳統的事後環境影響評估往

往在規劃方案已基本確定後進行,調整空間有限;前瞻性HIA則在規劃早期階段即

系統評估不同方案情境的健康影響(包括噪音暴露),為方案優選提供健康證據

[265]。一些先進城市已將 HIA納入重大規劃的法定程序,要求量化評估噪音等環

境暴露變化對人群健康的影響,並將健康最大化作為規劃目標之一[266]。這種制

度創新需要跨部門協作(公共衛生、城市規劃、交通管理)與能力建設(規劃師的健

康素養、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規劃知識)[267]。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與公平性的制度化

是噪音政策未來演進的倫理維度[268]。噪音暴露在

社會經濟群體間的不平等分布,已從學術發現走向

政策議程。一些司法管轄區開始要求噪音影響評估

中明確分析不同社會群體的暴露差異,並在降噪資

源分配中優先保護弱勢社區[269]。「環境正義地圖」(Environmental Justice 

Mapping)整合噪音暴露與社會經濟脆弱性指標,識別需要優先干預的「熱點社區」

[270]。公眾參與的深化,特別是確保邊緣化社區的聲音在決策中被聽見,是實現實

質性正義的關鍵[271]。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與噪音正義的交集議題,如綠色



10 - 28 
 

交通基礎設施(如電動公交線路)的空間配置是否加劇或緩解既有不平等,需要在

規劃中得到明確關注[272]。 

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在噪音問題上的強化是應對跨國挑戰的必然趨勢[273]。輪

胎與車輛的全球貿易性質,要求噪音標準的國際協調以避免「標準競次」(Race to 

the Bottom)與貿易摩擦[274]。聯合國世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WP.29)在推動全球

技術法規統一中發揮著關鍵作用,ECE R117 等法規的全球採納進程仍在持續

[275]。WHO 作為全球健康權威,其噪音指南的更新與推廣,為各國設定了健康保

護的基準線[276]。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與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

是實現全球噪音治理公平性的重要議題,技術轉移、知識分享與最佳實踐的傳播,

有助於縮小全球噪音治理的鴻溝[277]。 

研究前沿與知識缺口的填補是支撐未來政策與技術進步的基礎[278]。優先研究

領域包括:電動車與自動駕駛情境下的噪音暴露與健康影響長期隊列研究;聲景觀

品質與主觀福祉關係的跨文化比較;噪音與其他環境暴露(空氣污染、熱暴露)的聯

合與交互效應;噪音暴露的分子流行病學與精準健康影響評估;低收入與中等收入

國家的噪音暴露特徵與健康負擔評估;以及氣候變化對噪音傳播特性與暴露模式

的影響[279]。方法學創新如因果推斷的高級統計方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在暴露

評估中的應用、以及整合多源數據(衛星遙感、移動通信、社交媒體)的新型暴露

模型,將持續推動研究能力的提升[280]。 

綜合而言,輪胎噪音與環境影響領域正站在變革的十字

路口,技術進步、政策創新與社會意識的匯聚,為實現更

安靜、更健康與更公平的城市聲環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機遇[281]。然而,這些機遇的實現並非自動,而是需要多

方利益相關者的協同努力:產業界需要持續投資於低噪

音技術研發並接受更嚴格的標準;政策制定者需要基於證據制定前瞻性法規並確

保有效執法;學術界需要提供高質量的科學證據並開發創新性解決方案;公民社會

需要提升環境意識並積極參與治理過程[282]。輪胎噪音控制不僅是技術問題,更

是涉及公共健康、環境正義、永續發展的綜合性社會議題,其未來發展將深刻影響

億萬人的生活質量與健康福祉,值得全社會的持續關注與行動。 

結論（Conclusions） 

本章的綜合分析清楚顯示，輪胎噪音已成為現代城市環境中不可忽視的關鍵污染

因子，其影響範圍橫跨公共健康、社會福祉、經濟成本與城市永續發展。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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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噪音來源，輪胎噪音具有暴露人口廣、持續性高且在電動車時代更加突

出的特性，使其控制成效直接決定未來城市聲環境改善的上限。將輪胎噪音納入

環境與健康風險治理的核心議題，已是國際間的共識趨勢。 

研究證據顯示，長期交通噪音暴露與心血管疾病、睡眠障礙與兒童認知發展受損

之間存在穩健的劑量反應關係，噪音不再僅被視為生活品質問題，而是具有明確

疾病負擔的環境健康風險。特別是在夜間噪音暴露情境中，輪胎噪音對睡眠結構

與自主神經系統的干擾，可能成為多項慢性疾病的關鍵誘發因子。因此，僅依賴

傳統環境噪音限值作為管理目標，已難以充分回應公共健康保護的需求，亟需導

入以健康為導向的評估與決策架構。 

本章同時指出，現代噪音治理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將複雜的噪音評估結果有效

轉化為政策行動。噪音地圖、暴露評估與健康影響量化，提供了從環境物理量到

健康與經濟損失之間的科學連結，使政策制定得以建立在可量化、可比較的證據

基礎之上。然而，評估結果亦受到模型不確定性、暴露誤差與情境差異的影響，

凸顯在政策應用時需結合敏感性分析與適應性管理思維。 

從治理策略角度觀之，輪胎噪音的有效控制必須採取多層次整合策略。源頭控制

透過低噪音輪胎設計與低噪音路面技術，具備最高的成本效益；交通管理與城市

規劃可從系統層面降低噪音暴露；而建築隔音與受體保護則作為最後防線。國際

經驗顯示，單一措施難以達成顯著且持久的降噪成效，唯有結合技術、法規、市

場機制與公眾參與，才能形成有效的治理閉環。 

展望未來，輪胎噪音與環境影響的研究與政策將面臨新的轉折點。電動車與自動

駕駛技術的普及，將進一步放大輪胎噪音在城市聲環境中的相對重要性；智慧城

市與即時噪音監測技術，則為動態暴露評估與精準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未來的

噪音治理不僅需追求分貝值的降低，更應朝向改善整體聲景品質與提升居民福祉

的方向發展。本章所建立的輪胎噪音與環境影響整合框架，為輪胎工程、公共衛

生與城市治理之間的跨領域合作，奠定了堅實而前瞻的理論與實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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